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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基于外部治理环境的视角

李　 涛　 李　 昂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北京　 １０２２０６）

〔摘　 要〕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构建企业创新、 环境绩

效与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三者关系的固定效应模型， 提出相应研究假设并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

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 政府干预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

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 Ｕ 型关系更加明显；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

的 Ｕ 型关系更加明显。 此外，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对环境绩效亦产生显著正向影

响。 以上的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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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年来政府和企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 今年召开的两会肯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三大攻坚战之一的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成果。 十八

大以来， 环境策略推陈出新， 生态、 创新、 绿色

发展等关键词频繁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要保住绿水青山不仅要依靠政

府的监督， 更应该由企业担负起这个责任。 企业

为此要不断进行创新， 尤其是在提升环境绩效方

面应加大投入。 企业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者， 必

然受到政府的外部监督及公众的舆论监督， 这将

对企业的环境策略产生较大影响。 创新可以一定

程度上反应出企业的路线规划和发展方向， 企业

在创新上的投入会通过生产中发生的污染排放物

的增减直接影响其环境绩效。
本文将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中国 Ａ 股上市公司作为

研究样本， 对企业创新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进

行了实证研究。 并从外部治理环境的角度， 通过

对不同政府干预水平和不同法治水平下企业创新

对环境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从企业、 政府、 法治

方面为企业提高环境绩效提供建议。 本文的主要

研究贡献如下： （１） 目前对于环境绩效影响因素

中的企业内部要素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管及董事会

层面， 本文通过对企业创新进行量化， 探讨了企

业创新的水平高低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丰富了相

关研究； （２） 在上一步研究的基础上， 本文首次

从外部监管环境的角度， 从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

化程度对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
通过将宏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的企业创新相结合，
打开了环境绩效研究的新大门； （３） 本研究的结

果能够为企业如何兼顾创新和提高环境绩效提供

决策依据和建议， 并有助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创新

水平和效率。

１　 文献回顾

近年来有关企业创新和企业绩效的研究表明，
不同的企业创新模式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不同创新模式与外部环境的匹配关系对绩

效有显著影响［１］。 并且企业研发投入的力度达到

门槛一时， 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达到

门槛二时， 这种效果会变得不显著［２］。 同时， 企业

创新的质量和数量也会对企业的经济绩效产生不

同影响［３］。 不同的发展时期， 创新和绩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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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所不同。 处于成长期的企业， 创新和绩效正

向关系显著， 成熟期的企业， 这种关系持续的时

间较短， 衰退期的企业则无法体现出创新和绩效

的正向关系［４］。

有关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研究较少， 仅有

的研究表明， 企业环保专利的申请能够显著提升环

境绩效， 且国有企业对这种相关性更加敏感［２６］。

技术创新会降低技术性连锁独立董事对环境绩效

的正向关系［５］。 企业研发人员的增加会加强政府

补贴对环境绩效的正向作用， 环境研发投入对政

府补贴和企业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也发挥了中介

作用［６］。

现有关于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

基于外部监管视角和企业内部视角。 基于外部监

管视角， 潘红波和饶晓琼［７］ 对 《环境保护法》 的

执行情况进行评估， 发现立法能够显著提升环境

绩效， 在经济发达地区效果更加显著。 宋建波和

李丹妮［８］从制度建设的角度， 通过研究环境绩效

和环境信息披露的激励机制， 提出了改善环境绩

效的途径。 李卫宁和陈桂东［９］ 基于外部环境视角，

提出通过构建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提高环境绩效。

基于企业内部视角， Ｗａｌｌｓ 等［２１］从公司所有者、 经

理和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角度进

行分析。 Ｙａｎｇ 等［２２］ 认为环境管理对环境绩效和

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邹海亮等［１０］ 研究了

董事会连锁关系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发现董事会

连锁关系能够显著改善公司环境绩效， 在高竞争

行业和高资源松弛性企业这种效果更加显著。 周

晖和邓舒［１１］基于代理理论探讨了企业高管薪酬对

环境绩效的影响， 发现了二者之间的倒 Ｕ 型关系。

张爱美等［１２］构建了环境管理、 经济绩效与环境绩

效三者关系的模型， 从三者相互影响的角度为企

业环境绩效的改善提出了建议。 这些研究从外部

监管和内部管理的角度揭示了企业环境绩效影响

因素的秘密， 但目前为止却很少有研究立足于企

业创新的角度对环境绩效进行分析。

２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企业创新是企业适应环境的过程， 是企业保

持和提升竞争力的关键。 无论是专门在环境方面进

行的创新还是在技术创新时加以考虑环境的因素，

都有助于企业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Ｆｌｏｒｅｓ 等［２４］通

过环境专利数量衡量技术创新， 在研究了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４ 年间美国 １２７ 个制造企业的样本后发现， 环境

技术创新可以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Ｌｏｎｇ 等［２０］

研究了环境创新行为在 １８２ 家中国企业的经济和

环境绩效中的作用， 并通过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

（ＴＰＢ） 模型发现环境创新行为对环境绩效的影响

大于对经济绩效的影响。 Ｈｕａｎｇ 和 Ｌｉ［１９］ 研究了环

境创新战略、 资源调整与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

系， 发现合作伙伴之间的环境创新战略和资源协调

与绿色创新绩效正相关。 Ｃｈｏｉ 和 Ｈａｎ［１７］使用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１ 年 ３３ 个高收入国家和 ３６ 个中等收入国家的

数据， 并通过测量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来

研究环境创新对减少空气污染的影响， 结果表明，

环境创新显著改善了高收入国家的环境状况， 对中

等收入国家却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Ｂｌａｎｃｏ

等［１８］通过研究西班牙的制造业公司发现产品创新

和工艺创新对环境绩效有负面影响。 技术创新对

环境绩效的影响往往在相对较长时期才能够显现

出来， 即创新对企业短期的环境绩效不一定有显

著的影响， 并且由于创新初期企业的投入与回报

不成正比， 会出现环境绩效随着创新的进行而降

低的情况［５］。 随着企业创新的投入越来越大， 成

果逐渐显现， 环境绩效会随着进一步的创新投入

而由降转增。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 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

Ｎｏｒｔｈ［２５］提出外部治理环境是规范基本社会、
政治与法律中出现的有关生产、 交换与分配的规

则， 有助于激励人类产生的经济或政治交易行为。
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作为外部治理环境中的两个

重要因素， 能够对企业的内部治理产生一定的影

响。 曾昌礼和李江涛［１３］ 通过分析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４ 年

我国政府审计和环境绩效的数据发现， 政府环境

审计可以显著提升环境绩效， 并且政府环境审计

的环境污染治理功能随着审计强度和制度环境的

改善而更加显著。 王红建和汤泰劼［１４］ 研究了省级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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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任期考核与五年规划目标考核对企业环境治

理的影响， 结果表明企业环境投资的官员任期周

期性规律在国家将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之

后变得显著。 张功富［１５］研究发现， 政府干预越严

重的地区， 环境污染越严重， 并且国有企业比非

国有企业在环保上投入的更多。 周权雄［１６］ 通过研

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数据， 指出地

方政府的短视行政干预越多， 二氧化硫的排放量

就越难以控制。 在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企业

对资源投入和战略制定更加自主， 创新投入和环

境绩效之间的 Ｕ 型关系会基本保持住。 政府干预

程度大的地区， 政府干预对企业创新具有替代作

用， 进一步遏制了企业通过创新改善环境绩效的

成果。 同样， 法治水平作为同政府干预一样的外

部治理环境因素， 对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

关系具有与政府干预相同的作用。 Ｍｅｎｇｕｃ 等［２６］

指出， 当政府加强对企业的法治监管时， 会用强

制方式严格管控企业在排污方面的行为。 周晖和

邓舒［１１］提出， 当法治水平越高时， 企业面临的来

自政府在环保方面的直接压力会更大， 从而会积

极地实施环保策略， 免于被处罚的同时占据行业

环保竞争的高地。 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ａ： 政府干预程度低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

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更加明显。
Ｈ２ｂ： 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

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更加明显。
政治锦标赛理论在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

不可或缺的作用［２７，２８］。 政治锦标赛理论的观点是

中央通过考核官员任期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并进

行排名比较， 靠前的官员才能获得晋升。 国有企

业中， 高管为了政治晋升而努力提升企业绩效， 同

时也会对环境绩效投入更多的关注， 在进行企业

创新时会综合考虑能够提升环境绩效的创新方式，
创新投入对环境绩效的先降后升型关系影响会更

加显著。 综上， 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

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更加明显。

３　 研究设计

３􀆰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以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

本， 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 ＳＴ 类公司样本及不完

整数据后， 获得 １８２ 家公司共 １０１７ 个观察值。 本

文通过以下途径获取数据： （１） 企业创新和其他

企业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 （２） 环境绩效数

据通过企业年报、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网站、

巨潮资讯网手工收集整理获得； （３） 外部治理环

境数据通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２０１６）》

整理获得。

３􀆰 ２　 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环境绩效的测量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一直

是关键问题， 关于环境绩效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

标准。 国外学者主要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

ＩＳＯ１４０３１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作为环境绩效的替代

变量， 也有学者用美国环保署 （ＥＰＡ） 发布的有

毒物质排放清单 （ＴＲＩ）、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

事会 （ＷＢＣＳＤ） 发布的生态效益指标作为衡量环

境绩效的指标。 鉴于数据获取上的难度， 国内学

者多通过企业环保支出或排污费支出、 将企业获

得的环境奖励或惩罚赋予权重合分等方法衡量环

境绩效。 本文参考周权雄［１６］的做法， 将企业环境

投入作为企业环境绩效的替代变量。 在稳健性检

验中， 将企业排污费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环境绩

效的指标。

（２） 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通过将企

业研发投入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

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两个外部环境治理指标通过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 （２０１６）》 中 “减少

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两

项指标衡量。 其中，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为

反向指标， 其值越大， 政府干预越小； 其值越小，

政府干预越大。

（３） 控制变量

根据现有研究， 选取股权结构、 公司规模、

盈利能力、 资产负债率、 企业性质、 所在行业作

为控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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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环境绩效 ＣＥＰ 企业环境投入的自然对数

解释变量

企业创新 ＲＤＳ 企业研发投入的自然对数

政府干预 ｇｏｖ＿１ “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 反向指标

法治水平 ｌａｗ＿１ “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 指标

控制变量

股权结构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公司规模 ＳＩＺＥ 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盈利能力 ＲＯＡ 净资产 ／总资产的平均值

资产负债率 ＬＥＶ 期末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企业性质 ＧＯＶ 国有企业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所在行业 ＨＰＩ 重污染企业取值为 １， 否则取值为 ０

３􀆰 ３　 模型构建

为对假设进行验证， 本文分别构建了多元一

次模型和多元二次模型检验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

之间的关系。

ＣＥＰ ＝ β０ ＋ β１ＲＤＳ ＋ β２ＳＩＺＥ ＋ β３ＲＯＡ ＋ β４ＬＥＶ ＋

β５ＴＯＰ１＋β６ＧＯＶ＋β７ＨＰＩ＋β８ｇｏｖ＿＋β９ ｌａｗ＿＋ε （１）

ＣＥＰ ＝ β０ ＋ β１ＲＤＳ ＋ β２ＲＤＳ２ ＋ β３ＳＩＺＥ ＋ β４ＲＯＡ ＋

β５ＬＥＶ＋β６ＴＯＰ１＋β７ＧＯＶ＋β８ＨＰＩ＋β９ｇｏｖ＿＋β１０ ｌａｗ＿＋ε

（２）

４　 实证分析

４􀆰 １　 描述性统计

表 ２ 是对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通过表 ２ 可以看

出， 环境绩效的最小值是 ８􀆰 ５５２， 最大值是 １９􀆰 ９８３，

标准差是 １􀆰 ７４３， 表明各公司环境绩效存在较大差

异。 为去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本文将企业研发投

入进行去中心化处理， 研发投入的平方用 ＲＤＳ２ 表

示， 通过研发投入以及研发投入的平方两个变量看

出， 各上市公司在创新投入上的比重有较大差异。

政府干预指数最小值是－１􀆰 ４３， 最大值是 ９􀆰 ０４， 表

明各地区政府干预的程度差异较大。 法治水平指

数的最小值是 ０􀆰 ２６， 最大值是 １１􀆰 １５， 表明不同

地区的法治水平同政府干预程度一样， 存在较大

差异。

表 ２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ＥＰ １０１７ １５􀆰 ０８２ １５􀆰 １３７ １􀆰 ７４３ ８􀆰 ５５２ １９􀆰 ９８３

ＲＤＳ １０１７ －０􀆰 ０２５ －０􀆰 ０６０ １􀆰 ７５４ －５􀆰 ８０９ ４􀆰 ４２５

ＲＤＳ２ １０１７ ３􀆰 ０７４ ０􀆰 ９９９ ５􀆰 １０４ ０􀆰 ００１ ３３􀆰 ７４３

ＴＯＰ１ １０１７ ３７􀆰 ９９３ ３８􀆰 ４３９ １４􀆰 ７５４ ６􀆰 ８００ ８２􀆰 ０６７

ＳＩＺＥ １０１７ ２２􀆰 ６１６ ２２􀆰 ４６４ １􀆰 ２９３ １９􀆰 ７２９ ２７􀆰 ０７９

ＲＯＡ １０１７ ０􀆰 ０２６ ０􀆰 ０２２ ０􀆰 ０５７ －０􀆰 ３４１ ０􀆰 ６２７

ＬＥＶ １０１７ ０􀆰 ４９５ ０􀆰 ５１４ ０􀆰 １９９ ０􀆰 ０１５ ０􀆰 ９８２

ＧＯＶ １０１７ ０􀆰 １７４ ０ ０􀆰 ３７９ ０ １

ＨＰＩ １０１７ ０􀆰 ７３５ １ ０􀆰 ４４２ ０ １

ｇｏｖ＿１ １０１７ ４􀆰 ２９７ ４􀆰 ５５０ ２􀆰 ６０４ －１􀆰 ４３０ ９􀆰 ０４０

ｌａｗ＿１ １０１７ ５􀆰 ９２５ ６􀆰 １３０ ２􀆰 ５３２ ０􀆰 ２６０ １１􀆰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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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相关性分析

表 ３ 是变量间的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 由表 ３

可知， 企业创新投入与环境绩效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

著相关， 且除 ＲＯＡ 外， 其他变量均与环境绩效显

著相关。 两个外部治理变量， 政府干预水平和法

治水平的相关系数较大， 且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表明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 本文参照

周晖和邓舒［１１］的做法， 将政府干预程度和法治水

平分别放入模型 （３）、 （４） 和模型 （５）、 （６） 中

进行检验。

表 ３　 变量间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性检验

ＣＥＰ ＲＤＳ ＴＯＰ１ ＳＩＺＥ ＲＯＡ ＬＥＶ ＧＯＶ ＨＰＩ ｇｏｖ＿ ｌａｗ＿

ＣＥＰ １

ＲＤＳ ０􀆰 ３４１∗∗∗ １

ＴＯＰ１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４∗∗∗ １

ＳＩＺＥ ０􀆰 ６１７∗∗∗ ０􀆰 ４５８∗∗∗ ０􀆰 ３０１∗∗∗ １

ＲＯＡ ０􀆰 ００８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 －０􀆰 ０８８∗∗∗ １

ＬＥＶ ０􀆰 ３３３∗∗∗ ０􀆰 ２０３∗∗∗ ０􀆰 １７２∗∗∗ ０􀆰 ５３９∗∗∗ －０􀆰 ３６９∗∗∗ １

ＧＯ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７９∗∗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７ －０􀆰 ０８３∗∗∗ ０􀆰 ００４ １

ＨＰＩ ０􀆰 １７８∗∗∗ －０􀆰 ０３１ －０􀆰 １９５∗∗∗ －０􀆰 ０２８ ０􀆰 ０３２ ０􀆰 ００３ －０􀆰 １３５∗∗∗ １

ｇｏｖ＿ －０􀆰 １０５∗∗∗ ０􀆰 １１６∗∗∗ －０􀆰 １５５∗∗∗ －０􀆰 ２０５∗∗∗ ０􀆰 ０４３ －０􀆰 １４３∗∗∗ －０􀆰 ０１９ －０􀆰 ０９５∗∗∗ １

ｌａｗ＿ ０􀆰 ０６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１４ －０􀆰 １１７∗∗∗ ０􀆰 ６８７∗∗∗ １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４􀆰 ３　 回归分析

（１）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４。

模型（１）是不添加企业创新平方项的回归结果， 显

示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正

相关。 模型（２）中加入了企业创新平方项后进行回

归， 结果显示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０９５３，

企业创新平方项的回归系数值为 ０􀆰 ０１７２， 且都在

０􀆰 ０１ 水平上显著， 说明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之间

存在显著的 Ｕ 型关系。 并且模型（２）的调整后 Ｒ２

大于模型（１）的调整后 Ｒ２， 说明模型（２）比模型

（１）的拟合值要好， 支持本文假设 Ｈ１。

（２） 外部环境治理对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关

系的影响

表 ５ 是政府干预程度对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关系的回归分析结果。 表 ５ 中， 第 ２、 ３ 列是政府

干预程度大的情况下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

关系。 可以看出， 政府干预程度大时， 国有和非

国有企业中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 Ｕ 型关系都不

显著。 第 ４、 ５ 列是政府干预程度小的情况下对国

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关系。 其中国有企业中企业

表 ４　 回归结果分析

变量名称
（１）
ＣＥＰ

（２）
ＣＥＰ

ＲＤＳ ０􀆰 ０８１９∗∗∗

（－０􀆰 ０２６５）
０􀆰 ０９５３∗∗∗

（－０􀆰 ０２７３）

ＲＤＳ２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０８６９）

ＴＯＰ１ ０􀆰 ００６６４∗∗

（－０􀆰 ００２９８）
０􀆰 ００５７１∗

（－０􀆰 ００３０２）

ＳＩＺＥ ０􀆰 ７５９∗∗∗

（－０􀆰 ０４２８）
０􀆰 ７３３∗∗∗

（－０􀆰 ０４４７）

ＲＯＡ １􀆰 ７２８∗∗

（－０􀆰 ７８５）
１􀆰 ７３６∗∗

（－０􀆰 ７８４）

ＬＥＶ
０􀆰 ２０９

（－０􀆰 ２６６）
０􀆰 ２３７

（－０􀆰 ２６６）

ＧＯＶ
－０􀆰 ４６４∗∗∗

（－０􀆰 １１）
－０􀆰 ４６８∗∗∗

（－０􀆰 １１）

ＨＰＩ ０􀆰 ７５６∗∗∗

（－０􀆰 ０９５６）
０􀆰 ７５０∗∗∗

（－０􀆰 ０９５６）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９５０∗∗∗

（－０􀆰 ８９４）
－２􀆰 ３９３∗∗

（－０􀆰 ９３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４１ ０􀆰 ４４３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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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和环境绩效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呈现显著的 Ｕ

型关系， 而非国有企业的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则

在 ０􀆰 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呈 Ｕ 型关系。 综上所述， 在

政府干预程度较小的样本组中， 国企和非国企中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之间的 Ｕ 型关系都显著强于

政府干预程度大的样本组， 支持假设 Ｈ２ａ。

表 ５　 政府干预程度对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

变量名称

（３）
政府干预程度大

（４）
政府干预程度小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ＲＤＳ ０􀆰 １６２∗∗∗ （－０􀆰 ０６１５） －０􀆰 ０５５２ （－０􀆰 ０３９４） ０􀆰 ８２４∗∗∗ （－０􀆰 １３２） ０􀆰 １００∗∗ （－０􀆰 ０４９７）

ＲＤＳ２ ０􀆰 ０２５７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２２３ （－０􀆰 ０１０８） ０􀆰 １７２∗∗ （－０􀆰 ０７３９） ０􀆰 ０３３８∗ （－０􀆰 ０１７７）

ＴＯＰ１ －０􀆰 ０１４１∗ （－０􀆰 ００８４１）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５１１） ０􀆰 ０２４５∗∗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０６７ （－０􀆰 ００４７）

ＳＩＺＥ ０􀆰 ７４３∗∗∗ （－０􀆰 １１６） ０􀆰 ８０７∗∗∗ （－０􀆰 ０６２４） －０􀆰 ５９２∗∗∗ （－０􀆰 １９７） ０􀆰 ７６０∗∗∗ （－０􀆰 ０９０５）

ＲＯＡ ２􀆰 ４８５ （－２􀆰 ３７９） －０􀆰 ２８ （－１􀆰 １９７） １０􀆰 ４８∗∗∗ （－３􀆰 ０５） ０􀆰 ７２６ （－１􀆰 １６１）

ＬＥＶ ２􀆰 ０５３∗∗∗ （－０􀆰 ５１３） －０􀆰 ２１８ （－０􀆰 ４１７） ２􀆰 ５０４∗∗ （－１􀆰 ２４） －０􀆰 ３２９ （－０􀆰 ４３７）

ＨＰＩ １􀆰 ５１７∗∗∗ （－０􀆰 ２２３） ０􀆰 ４４６∗∗∗ （－０􀆰 １５６） １􀆰 ８５８∗∗∗ （－０􀆰 ３０３） ０􀆰 ６０５∗∗∗ （－０􀆰 １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３􀆰 ５３４ （－２􀆰 ５５８） －４􀆰 ０２４∗∗∗ （－１􀆰 ２７１） ２３􀆰 ３３∗∗∗ （－４􀆰 １２７） －２􀆰 １０６ （－１􀆰 ９３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９４ ３９３ ８３ ４４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７７１ ０􀆰 ５２１ ０􀆰 ６３２ ０􀆰 ３５６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 ６ 是法治水平对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关系

的回归分析结果。 第 ２、 ３ 列和 ４、 ５ 列分别是法

治水平高和法治水平低的样本组中国有和非国有

企业里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关系。 从 ２、 ３

列可以看出， 在法治水平高的样本组， 国企中企

业创新和环境绩效在 ０􀆰 ０１ 的水平上呈显著的 Ｕ 型

关系。 虽然这种关系在非国企样本中并不显著， 但

在法治水平低的样本组中， 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的

Ｕ 型关系均不显著， 因此假设 Ｈ２ｂ 仍然成立。

表 ６　 法治水平对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

变量名称

（５）
法治水平高

（６）
法治水平低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ＲＤＳ ０􀆰 ２４８ （－０􀆰 １５８） －０􀆰 ００８７１ （－０􀆰 ０５６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５４４） ０􀆰 ０５６３ （－０􀆰 ０３８２）

ＲＤＳ２ ０􀆰 ３０１∗∗∗ （－０􀆰 １０９） ０􀆰 ００９２１ （－０􀆰 ０１６１）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２６４） ０􀆰 ０１２６ （－０􀆰 ０１１７）

ＴＯＰ１ ０􀆰 ０４８７∗∗∗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６８５ （－０􀆰 ００５４） －０􀆰 ００８１５ （－０􀆰 ００７４５） ０􀆰 ０１１１∗∗ （－０􀆰 ００５４２）

ＳＩＺＥ －０􀆰 ２９４ （－０􀆰 ２０９） ０􀆰 ７９４∗∗∗ （－０􀆰 ０７３２） ０􀆰 ９４３∗∗∗ （－０􀆰 １２３） ０􀆰 ７９４∗∗∗ （－０􀆰 ０７５４）

ＲＯＡ ２􀆰 １４５ （－３􀆰 ３４６） ０􀆰 ２４ （－１􀆰 ５８７） ２􀆰 ７６２ （－２􀆰 ３９１） ０􀆰 ９３５ （－１􀆰 ０３６）

ＬＥＶ ２􀆰 ２７４∗∗ （－１􀆰 ０９４） ０􀆰 ２０８ （－０􀆰 ５１１） ０􀆰 ９８４ （－０􀆰 ６１７） －０􀆰 ５４１ （－０􀆰 ４２２）

ＨＰＩ １􀆰 １９３∗∗∗ （－０􀆰 ３８７） ０􀆰 ７０４∗∗∗ （－０􀆰 １７２） １􀆰 ０３７∗∗∗ （－０􀆰 ２２８） ０􀆰 ５４７∗∗∗ （－０􀆰 １６５）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１６􀆰 ８８∗∗∗ （－４􀆰 ６１４） －３􀆰 ５２２∗∗ （－１􀆰 ５６） －７􀆰 ２８０∗∗∗ （－２􀆰 ５５１） －３􀆰 ５４２∗∗ （－１􀆰 ５２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６３ ３８１ ９３ ３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６９ ０􀆰 ３９６ ０􀆰 ８２３ ０􀆰 ４８８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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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５ 和表 ６ 可以看出， 企业创新和环境绩

效关系显著性较高的模型 （４）、 （５） 中， 国有企

业的显著性均高于非国有企业， 且模型的拟合值

也表明国有企业样本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假设 Ｈ３

成立。

４􀆰 ４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本文进

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如前所述， 将环境绩效

的衡量指标由企业环保支出替换为企业支付排污

费的对数。 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 由表 ７ 可知，

不加入企业创新平方项时， 企业创新与环境绩效

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显著相关， 加入企业创新平方项

进行回归后， 企业创新及其平方项分别在 ０􀆰 ０１ 和

０􀆰 １ 的水平上与环境绩效显著相关， 假设 Ｈ１ 成

立。 在外部治理环境影响企业创新和环境绩效关

系的稳健性检验中， 如表 ８ 所示， 高政府干预程

度组中， 企业创新的平方项的系数为正， 且与环

境绩效均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 低

政府干预程度组中， 企业创新的平方项与环境绩效

的关系并不显著， 从而证实了假设 Ｈ２ａ。 高法治水

平组中， 企业创新的平方项在国企样本组中的系

数为 ０􀆰 ２４７， 且与环境绩效在 ０􀆰 ０５ 的水平上呈显

著的 Ｕ 型关系， 非国企样本组中， 这种关系依然

不显著。 在低法治水平组中， 企业创新和环境绩

效的 Ｕ 型关系不能显著地体现出来。 因此支持假

设 Ｈ２ｂ。 另从表 ８ 中可以看出， 在企业创新和环

境绩效的 Ｕ 型关系显著样本组中， 即第 ２、 ３ 列

和第 ６、 ７ 列， 其中国企样本的显著性均大于或等

于非国企样本， 且国企样本模型的拟合值也高于

非国企样本， 因此假设 Ｈ３ 成立。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ＬＮＳＣ ＬＮＳＣ

ＲＤＳ ０􀆰 ０７１１∗∗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８３３∗∗∗

（０􀆰 ０２８９）

ＲＤＳ２ ０􀆰 ０１５７∗

（０􀆰 ００９２０）

ＴＯＰ１ ０􀆰 ００５５０∗

（０􀆰 ００３１６）
０􀆰 ００４６６

（０􀆰 ００３１９）

ＳＩＺＥ ０􀆰 ７３８∗∗∗

（０􀆰 ０４５３）
０􀆰 ７１４∗∗∗

（０􀆰 ０４７３）

ＲＯＡ １􀆰 ６７９∗∗

（０􀆰 ８３１）
１􀆰 ６８７∗∗

（０􀆰 ８３１）

ＬＥＶ
０􀆰 ２８８

（０􀆰 ２８２）
０􀆰 ３１５

（０􀆰 ２８２）

ＧＯＶ
－０􀆰 ４０６∗∗∗

（０􀆰 １１６）
－０􀆰 ４１０∗∗∗

（０􀆰 １１６）

ＨＰＩ ０􀆰 ９１１∗∗∗

（０􀆰 １０１）
０􀆰 ９０５∗∗∗

（０􀆰 １０１）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 ７４６∗∗∗

（０􀆰 ９４７）
－２􀆰 ２３６∗∗

（０􀆰 ９９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０１７ １０１７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４０７ ０􀆰 ４０８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表 ８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名称
政府干预程度大 政府干预程度小 法治水平高 法治水平低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ＲＤＳ ０􀆰 ８１５∗∗∗

（０􀆰 １３７）
０􀆰 １３１∗∗

（０􀆰 ０５１７）
０􀆰 １５７∗∗∗

（０􀆰 ０５９１）
－０􀆰 １２５∗∗∗

（０􀆰 ０４３３）
０􀆰 ５８７∗∗∗

（０􀆰 １５４）
－０􀆰 ０００６１７
（０􀆰 ０５００）

０􀆰 １８６∗∗∗

（０􀆰 ０５３２）
０􀆰 ００７２０
（０􀆰 ０４３３）

ＲＤＳ２ ０􀆰 １９４∗∗

（０􀆰 ０７７０）
０􀆰 ０３６５∗∗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２７９）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１９）

０􀆰 ２４７∗∗

（０􀆰 ０９６５）
０􀆰 ０１８４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０４７７
（０􀆰 ０２５９）

－０􀆰 ０００３９６
（０􀆰 ０１３３）

ＴＯＰ１ ０􀆰 ０２１７∗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０７５９
（０􀆰 ００４８９）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８０８）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０５６１）
０􀆰 ０５４０∗∗∗

（０􀆰 ０１５４）
０􀆰 ００１５０

（０􀆰 ００４６２）
－０􀆰 ００５２７
（０􀆰 ００７２９）

０􀆰 ００６５５
（０􀆰 ００６１５）

ＳＩＺＥ
－０􀆰 ５８０∗∗∗

（０􀆰 ２０６）
０􀆰 ７３３∗∗∗

（０􀆰 ０９４１）
０􀆰 ７１６∗∗∗

（０􀆰 １１２）
０􀆰 ８１４∗∗∗

（０􀆰 ０６８５）
－０􀆰 １８８
（０􀆰 ２１６）

０􀆰 ８１６∗∗∗

（０􀆰 ０６７８）
０􀆰 ８５６∗∗∗

（０􀆰 １２０）
０􀆰 ７９７∗∗∗

（０􀆰 ０８５６）

ＲＯＡ １１􀆰 ４１∗∗∗

（３􀆰 １８０）
１􀆰 ０８３

（１􀆰 ２０８）
２􀆰 ２４４

（２􀆰 ２８５）
－０􀆰 ９４３
（１􀆰 ３１４）

４􀆰 ３２２
（３􀆰 ６６７）

－０􀆰 ３４２
（１􀆰 ３４０）

３􀆰 ５３８
（２􀆰 ３４２）

０􀆰 ７７７
（１􀆰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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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变量名称
政府干预程度大 政府干预程度小 法治水平高 法治水平低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国企 非国企

ＬＥＶ ３􀆰 ２６９∗∗

（１􀆰 ２９２）
－０􀆰 ３１６
（０􀆰 ４５５）

１􀆰 ８１３∗∗∗

（０􀆰 ４９３）
－０􀆰 ０６６７
（０􀆰 ４５８）

１􀆰 ６１７
（１􀆰 ０８５）

０􀆰 ０４５１
（０􀆰 ４４２）

０􀆰 ８３２
（０􀆰 ６０５）

－０􀆰 ６３９
（０􀆰 ４７９）

ＨＰＩ １􀆰 ８３３∗∗∗

（０􀆰 ３１６）
０􀆰 ７６９∗∗∗

（０􀆰 １５６）
１􀆰 ７２６∗∗∗

（０􀆰 ２１４）
０􀆰 ５５０∗∗∗

（０􀆰 １７２）
１􀆰 ７８０∗∗∗

（０􀆰 ３５３）
０􀆰 ８１２∗∗∗

（０􀆰 １５１）
１􀆰 ４４１∗∗∗

（０􀆰 ２２３）
０􀆰 ７８９∗∗∗

（０􀆰 １８８）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２２􀆰 ６３∗∗∗

（４􀆰 ３０２）
－１􀆰 ７３５
（２􀆰 ０１４）

－３􀆰 １８６
（２􀆰 ４５８）

－４􀆰 ４２９∗∗∗

（１􀆰 ３９５）
１４􀆰 ２６∗∗∗

（４􀆰 ７７０）
－３􀆰 ９９９∗∗∗

（１􀆰 ４４０）
－５􀆰 ８５６∗∗

（２􀆰 ４９８）
－３􀆰 ７３６∗∗

（１􀆰 ７２６）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８３ ４４７ ９４ ３９３ ８４ ４７５ ９３ ３６５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 ６２８ ０􀆰 ３５３ ０􀆰 ７８８ ０􀆰 ４５８ ０􀆰 ４７３ ０􀆰 ３９９ ０􀆰 ８３６ ０􀆰 ３９０

注： ∗∗∗、 ∗∗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５　 结　 论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

司作为研究样本， 实证检验了企业创新和环境绩

效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 （１） 企业创新投入和

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 （２） 政府干预

程度低以及法治水平高的地区， 企业创新投入和

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系； （３） 国有企业

中企业创新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呈显著的 Ｕ 型关

系。 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环境保护

实践方面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企业创新是

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经之路， 绿色发展是企业长期

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在创新中兼顾环保， 在环

保上不断创新。 作为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 企业创新应当将环保因素纳入创新过程

当中， 并作为重点持续关注； （２） 基于外部环境

的角度， 政府应鼓励企业创新， 并在企业的绿色

创新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政府应当适当减少

干预， 并加强法治水平建设， 逐渐转向服务型政

府， 为企业创新和提升环境绩效保驾护航。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忆， 司有和． 探索式创新、 利用式创新与绩效： 战略和环

境的影响 ［Ｊ］ ． 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０８， （５）： ４～１２．

［２］ 戴小勇， 成力为． 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

研究 ［Ｊ］ ． 科学学研究， ２０１３， ３１ （１１）： １７０８～１７１６．

［３］ 周煊， 程立茹， 王皓． 技术创新水平越高企业财务绩效越好

吗？ ———基于 １６ 年中国制药上市公司专利申请数据的实证

研究 ［Ｊ］ ． 金融研究， ２０１２， （８）： １６６～１７９．

［４］ 梁莱歆， 金杨， 赵娜．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 Ｒ＆Ｄ 投入与企

业绩效关系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 Ｊ］ ． 科学学与

科学技术管理， ２０１０， ３１ （１２）： １１～１７．

［５］ 徐莉萍， 陆明富， 张淑霞， 等． 技术型连锁独立董事、 技术

创新与环境绩效 ［ Ｊ］ ． 科技进步与对策， ２０１８， ３５ （ １８）：

８３～９０．

［６］ 尚洪涛， 祝丽然． 政府环境研发补贴、 环境研发投入与企业

环境绩效———基于中国新能源企业产权异质性的数据分析

［Ｊ］ ． 软科学， ２０１８， ３２ （５）： ４０～４４．

［７］ 潘红波， 饶晓琼． 《环境保护法》、 制度环境与企业环境绩效

［Ｊ］ ．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４１ （３）： ７１～８６．

［８］ 宋建波， 李丹妮． 企业环境责任与环境绩效理论研究及实践

启示 ［Ｊ］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２７ （３）： ８０～８６．

［９］ 李卫宁， 陈桂东． 外部环境、 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Ｊ］ ．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０， ２０ （９）： ８４～８８．

［１０］ 邹海亮， 姜紫含， 帅萍． 董事会连锁关系与环境绩效： 基于

社会网络的视角 ［Ｊ］ ． 华东经济管理， ２０１８， ３２ （３）： １１９ ～

１２７．

［１１］ 周晖， 邓舒． 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基于上市公司外部

治理环境的视角 ［ Ｊ］ ．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１９ （５）：

２７～３９．

［１２］ 张爱美， 金杰， 吴卫红． 化工企业环境管理、 环境绩效与

经营绩效关系 ［Ｊ］ ． 企业经济， ２０１８， ３７ （１１）： １５４～１６０．

［１３］ 曾昌礼， 李江涛． 政府环境审计与环境绩效改善 ［ Ｊ］ ． 审

计研究， ２０１８， （４）： ４４～５２．

［１４］ 王红建， 汤泰劼， 宋献中． 谁驱动了企业环境治理： 官员

任期考核还是五年规划目标考核 ［ Ｊ］ ． 财贸经济， ２０１７， ３８

（１１）： １４７～１６１．

［１５］ 张功富． 政府干预、 环境污染与企业环保投资———基于重污染

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Ｊ］．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３， （９）：

３８～４４．

［１６］ 周权雄． 政府干预、 共同代理与企业污染减排激励———基

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 Ｊ］ ． 南开经济

研究， ２００９， （４）： １０９～１３０．

—９９—



第 １０ 期（总第 ３１２ 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工业技术经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０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ｏ􀆰 ３１２）
Ｏｃｔ􀆰 ２０１９

􀪇􀪇􀪇􀪇􀪇􀪇􀪇􀪇􀪇􀪇􀪇􀪇􀪇􀪇􀪇􀪇􀪇􀪇􀪇􀪇􀪇􀪇􀪇􀪇􀪇􀪇􀪇􀪇􀪇􀪇􀪇􀪇􀪇􀪇􀪇􀪇􀪇􀪇􀪇􀪇􀪇􀪇􀪇􀪇􀪇􀪇
［１７］ Ｃｈｏｉ Ｊ Ｙ， Ｈａｎ Ｄ Ｂ． Ｔｈｅ Ｌｉｎｋ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ａｎｄ Ｍｉｄ⁃

ｄｌｅ－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０）： １４．

［１８］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Ｂｌａｎｃｏ Ｊ， Ｃｏｃａ － Ｐｅｒｅｚ Ｊ Ｌ， Ｇｕｉｓａｄｏ －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２０１８， （１０）： ２６．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Ｊ Ｗ， Ｌｉ Ｙ Ｈ． Ｈｏｗ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２０１８， ３３： ３１６～３２４．

［２０］ Ｌｏｎｇ Ｘ Ｌ， Ｃｈｅｎ Ｙ Ｑ， Ｄｕ Ｊ Ｇ，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１８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２０１７， １６６： １２７４～１２８２．

［２１］ Ｗａｌｌｓ Ｊ Ｌ， Ｂｅｒｒｏｎｅ Ｐ， Ｐｈａｎ Ｐ Ｈ．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Ｌｉｎｋ？ ［ Ｊ］ ． Ｓｔｒａ⁃

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２， ３３： ８８５～９１３．

［２２］ Ｙａｎｇ Ｃ Ｃ．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Ｆｉｒｍｓ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４）： ３９３～４０７．

［２３］ Ｚｈａｎｇ Ｄ Ｙ， Ｒｏｎｇ Ｚ， Ｊｉ Ｑ． Ｇｒｅ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

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ｙｃｌｉｎｇ， ２０１９， １４４： ４８～５５．

［２４］ Ｃａｒｍｅｎ Ｅ． Ｃａｒｒｉóｎ－Ｆｌｏｒｅｓ， Ｉｎｎｅｓ 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０， ５９ （１）： ０～４２．

［２５］ Ｎｏｒｔｈ Ｄ 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２０～２３．

［２６］ Ｍｅｎｇｕｃ Ｂ， Ａｕｈ Ｓ， Ｏｚａｎｎｅ 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ａ Ｐｒｏａｃｔ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ａ Ｆｉｒｍ􀆳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ｔｈｉ⁃

ｃｓ， ２０１０， ９４ （２）： ２７９～２９８．

［２７］ Ｌｉ Ｈ， Ｚｈｏｕ 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８９： １７４３～１７６２．

［２８］ Ｍａｓｋｉｎ Ｅ， Ｑｉａｎ Ｙ， Ｘｕ 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Ｊ］ ．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０，

６７ （２）： ３５９～３７８．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ｉ Ｔａｏ　 Ｌｉ 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２ ｔｏ ２０１７ ａ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
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ｐｕ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 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
ｐｒｉｓｅ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ａ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王　 平）

—００１—


